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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卡兰特 － 纳恩的宗教改革史研究析论

付　 亮

【提要】 　 苏珊·卡兰特 －纳恩是美国著名的德国宗教改革史专家。 她早年汲取社会学方法，受结构

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启发，并在默勒、斯克里布纳与戴维斯等社会史学家的影响下，投身宗教改革

社会史研究，为这一取径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 卡兰特 －纳恩的早期著作探讨萨克森与图林根的乡村

和领地城市在宗教改革冲击下的社会变化，可谓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范本。 但其研究方法没能揭示为

何在宗教改革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民众仍旧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中世纪天主教的某些信仰敬虔方式，对
新教如何重新构建民众的宗教活动亦缺少深刻的解读。 卡兰特 －纳恩意识到社会史取径无法解决这类问

题，转而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同时接纳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从而参与开创了宗教改

革文化史研究领域。 她撰写多部有关仪式与情绪的史学著作，借由开掘新教与普通信众在宗教习俗与信

仰操作方面的互动和博弈，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让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别开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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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苏珊·卡兰特 －纳恩（１９４１—）与乌特·洛茨 －霍伊曼主编的论文集《宗教改革的文化

史：理论与应用》出版，说明欧美的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达到新的高

度。① 两位主编是享誉学界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中世纪晚期与宗教改革研究中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的同事，并先后担任该中心的主任。 其中，于 ２０１６ 年荣休的卡兰特 －
纳恩，是蜚声近代早期欧洲史学领域的一位美国历史学家。 她近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见证了宗教改

革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成熟，亦见证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的起步与腾飞。 实际上，卡兰特 －纳

恩不仅是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而且适时转型，成为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的引领者。
本文拟论析卡兰特 －纳恩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的缘由及其治学特色，希冀揭示宗教改革史

研究嬗变之深层肌理。 除此之外，本文还有两层考虑。 其一，中文学界对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与学

术史梳理，已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对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的理路尚缺乏充分的关注与探析。② 其二，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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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ＺＤＡ２１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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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刘林海：《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与罗马公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吴愁：《宗教改革早期教派的多元化与奥

格斯堡“新教认同”的构建》，《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世界历史》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周施廷：《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维滕贝格大学的医学教育》，《历史教学》（下半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朱孝远：《宗教改革研究中

的公共阐释学》，《历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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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纳恩是美国人，她对德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就是在研究外国史，可以给中国学界研究外国史带来

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一、卡兰特 － 纳恩的学术经历

亚利桑那大学中世纪晚期与宗教改革研究中心，由荷兰著名历史学家海科·奥伯曼（Ｈｅｉｋｏ Ａ.
Ｏ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３０—２００１ 年）创建。 奥伯曼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哈佛大学与图

宾根大学任教，于历史学和神学领域皆有深厚造诣。 他于 １９８４ 年赴美后，着手设立私人图书馆，创
建这一研究中心。① 该中心致力于探研 １４００—１８００ 年的欧洲历史，几十年来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

宗教改革史研究机构，在研究理路方面影响了欧美学界。 在奥伯曼任上，该中心是推动宗教改革社

会史研究的重镇。 １９９９ 年，卡兰特 －纳恩受邀来到亚利桑那大学，担任该中心的助理主任。
卡兰特 －纳恩在转投亚利桑那大学之前，在波特兰州立大学任教 ２９ 年，当时她已是宗教改革社会

史研究的资深学者。 她早期的两部作品汲纳社会学方法，探讨神圣罗马帝国东部、德国宗教改革的腹

地萨克森（Ｓａｘｏｎｙ）和图林根（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ａ）在宗教革命中的社会变化。② 鉴于萨克森与图林根的地理位置，
卡兰特 －纳恩是当时少数有机会去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搜集档案的英美学者之一。③

不过，卡兰特 －纳恩并没有止步于宗教改革社会史取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她便开始关注历

史学的“文化转向”，成为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风潮的引领者。 她在 １９９７ 年推出的《仪式的宗教改

革：诠释近代早期德国》（以下简称《仪式的宗教改革》）一书，就是其采取文化史路径重新解读德国

宗教改革的作品，在学界影响颇大。④ 该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与神学领域著名的罗兰·班顿奖（ ｔｈｅ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ｉｎｔｏｎ Ｂｏｏｋ Ｐｒｉｚｅ）。 此书也宣告卡兰特 －纳恩成为该研究取径的旗手。 正是由于卡兰特 －
纳恩在宗教改革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领域皆有造诣，故得到奥伯曼的赏识，受邀加盟亚利桑那大学

的研究中心。 ２００１ 年，奥伯曼去世，卡兰特 －纳恩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此后十年，她不仅继续著书立

说，还在同仁的帮助下筹得近 ２００ 万美元捐款，为中心设立“海科·奥伯曼讲席”。 卡兰特 － 纳恩随

后成为海科·奥伯曼讲席教授。 ２０１０ 年，她再出力作《感觉的宗教改革：形塑近代早期德国的多种

宗教情绪》（以下简称《感觉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宗教改革研究的文化史进路。⑤

２１ 世纪的最初十年，卡兰特 －纳恩与另一位美国同仁、弗吉尼亚大学的意大利宗教改革史专家安妮·
雅各布森·舒特（Ａｎｎｅ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Ｓｃｈｕｔｔｅ）共同担任《宗教改革史档案》（Ａｒｃｈｉｖ ｆü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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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

北美执行编辑。① 《宗教改革史档案》创刊于 １９０４ 年，本是一份德国刊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刊

物由德国与美国联合主办，如今已是宗教改革史领域最权威的刊物。 ２０１６ 年，卡兰特 －纳恩荣休后，
她所在的中心又获得 １００ 万美元的捐赠，并以她的名字设立了“苏珊·卡兰特 －纳恩讲席”。

二、投入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

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卡兰特 －纳恩撰写博士论文，试图考察萨克森选帝侯地区的福音堂区神职人员（即新

一代牧师）的应征与改宗。 她后来尝试在俄亥俄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新的丛书系列———宗教改革研究

系列（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出版她的博士论文，但卡兰特 － 纳恩失败了。 丛书编辑甚至拒绝让

她看审稿专家的评审决议，理由是她的书遭到严厉尖刻的评论。② 卡兰特 － 纳恩的书最后只能在别

的地方出版。 究其原因，是当时的审稿专家不能接受卡兰特 － 纳恩借鉴社会科学理论的做法，尤其

是她的社会史取径。 不过，长期在英国教书的澳大利亚著名宗教改革史专家罗伯特·斯克里布纳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却盛赞卡兰特 －纳恩的作品。 他认为，在当时很少有研究重点关注德国宗教改革

在堂区层面的具体情况，历史学家们通常忽视改革者们的崇高理念在多大程度上在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得到践行。 基于此，卡兰特 －纳恩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③ 斯克里布纳对卡兰特 － 纳

恩惺惺相惜，并提携后者，恰是因为他本人便是主张在宗教改革史研究中运用理论的先行者。 根据

卡兰特 －纳恩的回忆，当时德国的“教会史家”④不仅对斯克里布纳的研究理路颇有微词，而且他们

对吸收和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宗教改革史成果没有兴趣。⑤

实际上，美国一些宗教改革史专家对卡兰特 －纳恩的社会史研究取径的批评，甚至持续到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 当时，卡兰特 －纳恩给《１６ 世纪学刊》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投稿，有两位匿名

评审认为她的文章不能发表，除非删去所有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做出的历史解释。 卡兰特 － 纳恩拒绝

修改。⑥ 最后，在 １９９４ 年，她的论文发表于《跨学科史学》。⑦

卡兰特 －纳恩这一代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深受贝恩德·默勒（Ｂｅｒｎｄ Ｍｏｅｌｌｅｒ）、斯克里布纳与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Ｎａｔａｌｉｅ Ｚｅｍｏｎ Ｄａｖｉｓ）等史学家的影响。⑧ 他们反对自 １９ 世纪以来奠定的有

关宗教改革，特别是德国宗教改革的经典研究范式，即只关注神学以及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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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Ｕｔｅ Ｌｏｔｚ⁃Ｈｅｕｍａｎ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Ｕｔｅ Ｌｏｔｚ⁃Ｈｅｕｍａｎｎ，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 １１.
Ｒ. Ｗ.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ｕｔｈｅｒ'ｓ Ｐａｓ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ｎ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３２，Ｎｏ. ３，１９８１，ｐ. ３８３.
需要指出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德国的宗教史研究不是历史学科目，而属于神学科目，也不放在历史学系。 譬如，天主教历史放

在天主教神学系，新教历史（例如宗教改革史）则放在新教神学系。 宗教史学者认为自己是“教会史家”，即研究神学教义、典章

制度、宗教精英人物等，对于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宗教史研究则不感兴趣。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Ｐｏｈｌｉｇ，ｅｄ.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Ｒｉｔｕ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ｔ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２２，ｐｐ. １ － ２.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Ｕｔｅ Ｌｏｔｚ⁃Ｈｅｕｍａｎ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 １２.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Ｎｅｏ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ａｘｏｎｙ，１５５５ － １６７５”，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１９９４，ｐｐ. ６１５ － ６３７.
戴维斯及其《马丁·盖尔归来》在中国学界广为人知，但我们大多从新文化史与微观史的角度来审视她的史学贡献，对其早期作

为宗教改革社会史的推动者给相关领域带来的深远影响，缺少关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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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并由此来做基于教派分野的价值判断。
对此，不妨展开梳理，以有助于理解为何宗教改革社会史进路会出现，以及缘何卡兰特 －纳恩参与

进来。 就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来说，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前，有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 世纪，
当时由兰克奠定的“从路德到俾斯麦”（Ｌｕｔｈｅｒ⁃ｔｏ⁃Ｂｉｓｍａｒｃｋ）的线性进步史观占据上风。 这种史观的核

心是：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是“日耳曼事件”，适合日耳曼民族；本来可以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

１６ 世纪 ２０ 年代遭遇挫折；普鲁士时期又让路德宗恢复生命力；德国宗教改革既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
亦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更是世界历史走向近代的开端。 因此，德国宗教改革研究在 １９ 世纪是显学，不
只在德国，甚至在欧洲皆处于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 第二个阶段是从 ２０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其
间德国宗教改革研究由于德国政治与战争的实际处境，以及涉及民族主义的神话、迷思与纷争等，学界

对其失去兴趣，成为边缘领域。①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默勒曾感叹：宗教改革史已经衰落到跟古物研究相

似的境地了。 他还指出，除了哥廷根大学和其他少数几个地方之外，操德语且不关注神学的历史学家

通常会忽视 １５００—１６５０ 年的德国历史（即宗教改革史）。 默勒认为，拘囿于探讨思想精英的神学教义

论争的宗教改革研究取径已经行不通了，他呼吁这一领域与政治史甚至是社会史结合起来。②

默勒率先垂范，于 １９６２ 年出版《帝国城市与宗教改革》一书，并提出“城市宗教改革”（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解释范式。 默勒认为，路德神学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剧烈碰撞有力地影响了双方。 其

他宗教领袖的改革思维与南德自由城市之间的互动有类似的历史效果。 他坚信宗教改革是城市运

动，城市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呼吁学界仔细探究宗教改革运动与帝国城市、自由城市之间的关系。
此书很快在 １９６６ 年被译为法文出版，在 １９７２ 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③

其实，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卡兰特 － 纳恩身处的美国学术界与欧洲学术界的研究旨趣差别不

大，宗教改革史的教学与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精英人物的思想与传记。 人文主义的主要作用被认为

是为宗教改革理念提供了前期准备。 诸如萨沃纳罗拉（Ｇｉｒｏｌａｍｏ Ｓａｖｏｎａｒｏｌａ）、胡斯（Ｊａｎ Ｈｕｓ）、威克利

夫（Ｊｏｈｎ Ｗｙｃｌｉｆｆｅ）等人，无一不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驱。 天主教会的衰落更是一个常用字眼。 当时

普遍认为宗教改革乃是对中世纪晚期欧洲的衰落所做出的反应。 故而，宗教改革历史叙事的主角便

是精英人物（特别是神学家与人文主义者）及其神学思想。 但是，默勒的研究理路强烈地冲击了英语

学界，多位美英历史学家不同程度地在研究中吸收了他的方法。 譬如，格拉尔德·施特劳斯和哈罗

德·格里姆对纽伦堡的研究；米里亚姆·克里斯曼对斯特拉斯堡的研究；罗伯特·沃尔顿对苏黎世

的研究；戴维斯对里昂的研究；罗伯特·金登和 Ｅ. 威廉·蒙特对日内瓦的研究。④ 就连当时在耶鲁

大学执教的中世纪晚期文化与宗教史名家史蒂文·奥兹门特都受到默勒的影响。 他在 １９７５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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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Ｂｒａｄｙ，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８，ｐｐ. １２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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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ｐｐ. ３，１２ － １６．
参见 Ｂｅｒｎｄ Ｍｏｅｌｌ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ｄｔ ｕ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ｈｎ，１９６２；Ｖｉｌｌｅｓ ｄ'Ｅｍｐｉｒｅ ｅｔ Ｒé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ｕｉｔ ｐａｒ Ａｌｂｅｒｔ Ｃｈｅｎｏｕ， Ｄｒｏｚ，１９６６；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默勒的“城市宗教改革”范式所推动的研究热潮与从中涌现的学术著作，已有学者做过归纳，
参见 Ｂａｓｉｌ Ｈａｌｌ，“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ｈｎ Ｒｙｌａｎ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Ｖｏｌ. ５４，Ｎｏ. １，１９７１，ｐｐ. １０３ － １４８。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ｌｅｙ， １９６６； Ｈａｒｏｌｄ Ｊ. Ｇｒｉｍｍ， Ｌａｚａｒｕｓ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Ａ Ｌａ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Ｍｉｒｉａｍ Ｕｓｈｅｒ Ｃｈｒｉｓｍａｎ，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Ｒｏｂｅｒｔ Ｗａｌｔｏｎ，Ｚｗｉｎｇｌｉ'ｓ Ｔｈｅｏｃｒａｃ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Ｋｉｎｇｄｏｎ，Ｇｅｎｅｖ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５６４ － １５７２：Ａ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Ｃａｌｖｉｎｉ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Ｄｒｏｚ，１９６７；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ｎｔｅｒ，Ｃａｌｖｉｎ'ｓ Ｇｅｎｅｖａ，Ｒ. Ｅ. Ｋｒｉｇｅｒ，１９６７.



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

的颇具影响力的专著中，尝试将宗教改革社会史与宗教改革的中世纪思想起源结合在一起考察。①

可以说，在宗教改革研究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逐渐焕发生机的浪潮中，卡兰特 － 纳恩属于受“城市

宗教改革”范式影响的第二代美国学者。 她的博士生导师施特劳斯，是英语学界率先从社会史视角

考察宗教改革的学者之一。 他于 １９６７ 年刊发在《过去与现在》上的论文，采用社会史方法探索纽伦

堡贵族阶级的政治文化，对学界有较大影响。②

除了默勒开启的研究进路之外，给予卡兰特 －纳恩最大影响的是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启发，
特别是将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那些先锋历史学家的著作。 其中，斯克里布纳与戴维斯给予她很大的

帮助和支持。 据卡兰特 －纳恩回忆，在 １９７７ 年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Ｆｌａｇｓｔａｆｆ）召开的学

术会议上，戴维斯在点评会议论文的过程中，建议卡兰特 － 纳恩借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

（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的理论框架来考量宗教改革时期萨克森地区的大众文化。③

其实，卡兰特 －纳恩在印第安纳大学读博期间，她的导师施特劳斯就提醒她不要沾染理论。 而

卡兰特 －纳恩并没有服膺师训。 实际上，宗教改革史研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相当排斥在其他史学研

究领域早已使用的理论、概念和方法。 斯克里布纳甚至在 １９７７ 年的一篇文章中抱怨，并指出学术界

虽然有宗教改革社会史这一研究进路，但它仍然微不足道，甚至让人困惑，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④

众所周知，传统的社会史是借由分析目标社会的群体来研究人类的过往。 目标社会的群体如何

凭借相互关系而生存，并生发出自身的结构和文化，是社会史关注之所在。⑤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末，就宗教改革社会史而言，大体有两种类型。 其一是分析型社会史，其问题链是：谁促使宗教

改革出现？ 什么人或什么类型的人群，何时、何地、何因，参与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对宗教改革运动？
相关答案就涉及阶级、阶层、性别、职业与家庭等，同时涉及地域情况与时空差别。 此外，群体的动机

亦在考察之列。 凡此种种，皆需要社会学方法。 其中，定量分析尤为需要。 其二是诠释型社会史。
其问题链是：宗教改革让谁受益？ 又伤害了谁的利益？ 宗教改革促进了哪些社会发展？ 阻碍了哪些

社会进程？ 转换了何种社会方向？ 相关解答涉及如何理解天主教在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定位，也牵涉

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社会演化问题。
此外，宗教改革社会史受到结构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尤深。 结构主义史学重视超

越个体进程的条件（譬如等级、身份），认为其优先于事件与个体。 结构主义史学尤为看重持久的运

作机制与思维习惯，而不像传统政治史那样只注重国家本身和政治权力。 事实上，结构主义史学借

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念与心态史路径。 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让宗教改

革史研究者逐渐重视劳动分工与生产资料的掌控所引发的社会冲突，让他们更重视社会结构与阶级

冲突。 因此，“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说，乃是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环。⑥

从理论上促进宗教改革社会史出现的还有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与恩斯特·特勒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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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Ｄｏｇｍａ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ｕｒｅｍｂｅｒｇ”，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Ｖｏｌ. ３６，Ｉｓｓｕｅ １，１９６７，ｐｐ. ３８ － ５８.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 ３.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 ２，Ｎｏ. ４，１９７７，ｐｐ. ４８３ － ５０５。
关于社会史理路，参见 Ｅ. Ｊ.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Ｖｏｌ. １００，Ｎｏ. １，１９７１，ｐｐ. ２０ － ４５。
早有欧洲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于宗教史研究与神学研究都有巨大价值。 参见 Ｅｒｎ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Ｖｏｌ. ＩＩ，ｔｒａｎｓ. Ｏｌｉｖｅ Ｗｙｏｎ，Ｈａｒｐｅｒ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１９６０，ｐｐ. １００２ － 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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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近，韦伯与特勒尔奇都把宗教改革视为欧洲通向近代精神与

近代社会的转折点。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世俗的禁欲苦修精神，认为这

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行且明智的方法。 也就是说，在 １６ 世纪，欧洲之走向近代性，恰好体现在

加尔文宗（或曰归正宗）与社会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中。① 特勒尔奇则认为基督教对尘世的态度

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地因应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 特勒尔奇利用这种认识审视宗教

改革运动。 他认为路德宗是中世纪教会文化的僵化残余，加尔文宗则为近代性准备了基础。 特勒尔

奇眼中的近代性，指的是个体主义、注重精神的宗教、政教分离、宽容与民主。 就宗教改革而言，如果

说韦伯关注的是加尔文宗与资本主义的内在互动关系，那特勒尔奇则看重有内在关联的两个问题：
宗教改革到底在欧洲的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 为什么宗教改革会裂变出许多龃龉冲突的教派？ 针

对第一个问题，特勒尔奇认为德国的路德宗（或曰信义宗）虽然失败了，但作为整体的宗教改革运动

是欧洲走向世俗近代性的开端。 至于第二个问题，特勒尔奇更看重从社会角度而非民族角度来解

答：路德宗反映了德国社会的落后状况，而加尔文宗、再洗礼派、清教，则体现了西北欧的成熟的资产

阶级文化。② 总之，在方法和理论的刺激下，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宗教改革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

化，宗教改革已经被视为一系列复杂的、多维度的、有差别的历史现象。
上述便是卡兰特 －纳恩最初两部专著撰写与出版的学术语境。 两部作品展现了分析型社会史

与诠释型社会史的特点与问题。 在 １９７９ 年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路德的牧师：埃内斯丁乡村的宗教改

革》中，卡兰特 －纳恩充分利用在东德地区搜集的原始资料，分析 １６ 世纪 ２０—５０ 年代萨克森选帝侯

地区和图林根地区乡村牧师的生活。 根据卡兰特 －纳恩的梳理，可知这批人属于德国宗教改革开启

后的第一代牧师。 也就是说，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起初仍然是主教管辖下的乡村堂区神父。 宗教改革

爆发后，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新挑战，有人则反对新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乡村中从神父转型

为牧师的人之外，埃内斯丁乡村接收了城镇出身的居民与教师来担任牧师。③ 此后，新一代牧师都在

大学受过神学训练。 但是，路德理念深入乡村的过程并非如此简单。 合格的牧师一度是短缺的，提
供给他们的薪水也缺少吸引力，再加之他们对选帝侯代表的干预行为非常反感，这就导致传播新信

仰的速度受到影响。④

在萨克森选帝侯领地与图林根地区，巡查制度逐渐流行。 卡兰特 － 纳恩仔细研读巡查记录，梳
理当地对牧师群体的监督与纠偏，并以此来理解其时乡村牧师的实际生活条件。 她发现当时的牧师

面临许多困难。 那些牧师在开展属灵工作的过程中，既要想办法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要苦于应

付咄咄逼人的贵族与充满敌意的农民。 她还发现乡村牧师在当地获取的实际收入，即便加上选帝侯

政府给予的补助，也难以减轻生活的艰辛。 实际上，牧师与村民之间在经济上的纠纷时有发生。 即

便牧师努力按照路德福音去改造村民的生活，改进村民的信仰操作，但他们与保守的村民之间的天

然对立紧张关系是不能忽视的。 最后，卡兰特 － 纳恩认为，即便路德的理念对村民并没有那么强的

吸引力，但最终村民还是逐渐接受了路德福音，这是因为一方面牧师群体改进了他们的教牧行为与

职业操守，另一方面是因为村民别无选择。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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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ｔｒａｎｓ. 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２， ｐｐ. ５６ － ８０．
Ｅｒｎｓｔ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Ｖｏｌ. ＩＩ，ｐｐ. ５１５ － ５７４， ５７６ － ６８７.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Ｌｕｔｈｅｒ'ｓ Ｐａｓｔｏｒｓ：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ｎ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ｐｐ. ８ － １３.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Ｌｕｔｈｅｒ'ｓ Ｐａｓｔｏｒｓ：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ｎ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ｐｐ. ３１ － ３７.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Ｌｕｔｈｅｒ'ｓ Ｐａｓｔｏｒｓ：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ｎｅｓｔｉｎ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ｐｐ. ７０ － ７３.



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

此书的焦点是第一代遵奉路德精神的牧师。 卡兰特 －纳恩对那批牧师的社会背景与教育背景、
他们的招募以及他们的实际生活条件，作出了细腻的梳理和分析。 但是，该书没能充分说明那些牧

师究竟是如何让村民接受路德福音的，又是如何重构村民的宗教活动的。 易言之，那批路德派牧师

是如何开展如此棘手的任务的？ 他们在布道和其他教牧工作中是如何实现核心目的的？ 实际上，卡
兰特 － 纳恩在书中提到的牧师与信徒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恰恰说明了中世纪信仰的残留与韧劲。
这其实涉及村民活生生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这是当时卡兰特 － 纳恩的社会史取径尚无

法解决的问题。
卡兰特 －纳恩的第二本书《转型中的茨维考（１５００—１５４７ 年）：作为变化驱动力的宗教改革》，将

焦点从乡村转向城市，考察萨克森的重要城市茨维考。 茨维考位于厄尔士山脉边缘，当时大约有

７５００ 人，乃布匹贸易之城，是选帝侯眼中的“萨克森的威尼斯”。① 卡兰特 － 纳恩在茨维考与魏玛两

地档案馆爬梳史料、钩沉史实，她的这本书虽然是彼时如火如荼的“城市宗教改革”研究风潮中的一

员，但她并没有像其他众多学者那样去关注南部的自由城市，而是另辟蹊径，选取一个重要的领地城

市来考察。 与帝国自由城市不同，在领地城市，新教的传播和发展不只受制于市民与寡头权威之间

的双向互动与博弈，还要应对领地诸侯的影响。 在茨维考，领地诸侯便是萨克森选帝侯。
在此书中，卡兰特 －纳恩充分展现了社会史的研究思路，她真正在意的不是宗教改革本身，而是

其给城市的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 她首先铺陈城市的管理结构与该城基于布匹

贸易的经济结构。 卡兰特 －纳恩还细腻地描述了 １６ 世纪初莱比锡在布匹贸易上给茨维考带来的挑

战。 １６ 世纪初，茨维考经济开始滑坡，但市政会的寡头统治却在发展，而且与行会之间的关系渐趋疏

远，两者之间冲突不断。 在宗教改革爆发前，两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选帝侯支持的当地寡头取得胜

利，民众追求的改革则受挫。 这就给路德理念的进入预留了空间。 铺设完政治与经济的结构之后，
卡兰特 －纳恩开始描述和分析茨维考民众运动的兴衰。 当地的民众运动在精神与理念上受到托马

斯·闵采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üｎｔｚｅｒ）的启发，在具体行动上则由被称作“茨维考先知”的手工匠改革者引

领。 １５２１—１５２２ 年，这场民众运动达到顶峰。 卡兰特 － 纳恩认为，民众起初觉得他们发起的改革运

动可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宗教改革授权他们用各种方式打击腐败、抵抗压迫，以至于他们幻想即将回

到体现行会集体（即公社共同体）尊严的黄金时代。 但是，寡头集团并不会让民众实现梦想，他们认

为借助路德理念反倒可以在不公开改变传统政治模式的情况下，全面控制茨维考。 于是，寡头集团

支持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取代了民众的改革运动，而其中的最大受益人便是选帝侯。 最终，宗教

改革在茨维考得到巩固，寡头统治亦如是。 萨克森选帝侯则在施马尔卡尔登战役后进一步加强了自

身的统治。②

借由对茨维考宗教改革运动的考察，卡兰特 － 纳恩认为，宗教改革并不是城市嬗变的发起因素

或原动力，而是 １５２０ 年之前就已经有所成型的社会发展的催化剂。 通过考量茨维考的三股力

量———民众追求的改革、寡头寻求的改革与诸侯的控制———之间的互动激荡，卡兰特 － 纳恩的研究

进一步证实了一个观点：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中，民众希冀的改革走向失败，而当局控制的改革取得成

功。 可以说，卡兰特 － 纳恩的这本书是当时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范本，其展现的解释模式在

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主流研究所认可。 此解释模式是，宗教改革起初刺激各方力量去夺取对日常生活

３８

①
②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Ｚｗｉｃｋａｕ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１５００ － １５４７：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ｐ. ９.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Ｚｗｉｃｋａｕ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１５００ － １５４７：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ｐｐ. ９ － １９， ２１ － ５５， １３８ －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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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权，但最后新教站在了追求中央集权的世俗权威的一方。
卡兰特 －纳恩的解释模式涉及两组对抗：其一，是福音运动对旧宗教（天主教）的打击；其二，是

福音运动的各派力量对新宗教控制权的争夺。① 但也就是在这里，宗教改革社会史进路始终无法解

决一个关键问题：旧宗教的残余和坚韧。 换言之，福音运动是如何在细节中改造信仰的。 这是卡兰

特 －纳恩的第二本著作仍然没能解决的问题。
总之，卡兰特 －纳恩的这两本专著是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史主流作品，主张全方位地检视

宗教改革爆发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宗教因素。 它们对宗教改革的解读，实则将这个历史事件降格为

推动变化的催化剂，而且认为相关变化并非如此“进步”，故而让持线性进步史观的历史学家与习惯

于静态解读精英人物的教义学说的神学家感到愤怒。 此外，从宗教改革社会史本身的发展脉络而

言，以斯克里布纳、戴维斯与约翰·博西②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开始益发强调普通人在社会演变与时

代巨变中的作用、处境与抉择。 这给了卡兰特 －纳恩启发，并且辅助她开始转型，从而走向宗教改革

文化史的研究之路。

三、引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

前文指出，传统的社会史方法主要关注涉及不同群体的网络与冲突，对于活生生的宗教信仰到

底是什么的问题，则力有未逮。 实际上，社会史进路虽然在分析经济与社会变化方面有良好效果，但
在解读宗教信仰问题上常出现简单化倾向，特别是在理解宗教社会方面出现偏颇。 卡兰特 － 纳恩的

最初两部作品都有类似问题。 因此，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寻找方法论的启发，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

寻求视角与解释的突破，便成为宗教改革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题中之义。
如果回首 ２０ 世纪后半期，不难发现宗教研究虽然迭经变化，其中有一点至关重要，即这一研究

不再只是有宗教信仰之人独占的领域，反而越来越多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研究人员投身其中。 就历

史学而言，这就打破了宗教史研究的壁垒。 宗教史研究终于与文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一

道，成为“研究人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ｕｍａｉｎｅｓ）。 于是，学者们寻求新的解释框架来探析宗教的历史，
社会学方法和人类学理路渐为学者所重。 这在基督宗教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涂尔干（É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与马克思的社会学、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和列维 － 施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的人类

学，就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年鉴学派与法国宗教社会学。③ 在探索“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态”与“道德共同

体”的过程中，法国学者先行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探研基督宗教的各种仪式。 在他们看来，宗教是

理解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切入点，运用各种手段理解宗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
循此发展，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随着新文化史研究遍地开花，借助宗教仪式来考量历史递嬗

与历史情境，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的《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一文对国际学

界影响甚巨，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 文化成为理解宗教的框架。 学者们开始

在宗教文化中确认内在逻辑，并且借由人群参与的叙述与仪式来追寻内在逻辑，同时寻求解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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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意义。① 因此之故，宗教史学者与曾经的教会史专家已经大为不同，他们不再执着于传统的研

究课题：神学的发展变化、教会制度史、教会法及其诠释、伟大人物的历史影响等。 宗教史学者对“活
生生的宗教”与宗教文化史更感兴趣。 他们更愿意开掘不同信众群体的多维宗教体验。 此外，宗教

世界观以何种方式构造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吸引他们的研究课题。 在这一学术发展进程中，社会学

取径逐渐转向人类学进路，即更关注连续性而非革命性的变化。 也就是说，学者们更关注的是符号

（表征）和意义（社会构建的角色），而非行为本身。
对此，斯克里布纳早有察觉，开始调整社会史取径，转向分析信仰共同体的具体信仰操作，并“深

描”仪式是如何被转化、传播，并最终内化为特定的社会信息。 也就是说，他已经不满足于社会学方

法，而是汲取文化人类学理论。 卡兰特 － 纳恩对此深表认同。 她坚信理论并非深渊的边缘，而是以

新方法探讨主题和证据的促进因素。 在此必须揭示一点：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末，戴维斯就已经建议卡兰特 －纳恩汲取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只是当时的卡兰特 － 纳恩一

方面需要时间来吸收、借鉴，以便为学术转型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她不得不面临来自同侪的巨大

压力。 据她回忆，当时她的美国同事大半聚焦于教会史的传统选题，对人类学理论和大众文化等题

材则采取敌视的态度。② 如果充分考虑到新研究在发表出版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便不难理解彼

时卡兰特 －纳恩的处境与心境，我们或许也更能理解何以斯克里布纳提出“到底有无宗教改革社会

史”这一微妙的问题。
实际上，在斯克里布纳与卡兰特 － 纳恩这些学者看来，文化史理路不会按照表面意思来处理教

义与信仰的问题，这样有助于尝试恢复宗教信仰的本来面目。 易言之，观念是能够塑造现实的，至少

在基本的层面上可以形塑人们对现实的感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除了文化人类学之外，人种志与心理

学等社会科学业已为斯克里布纳等人所汲纳。 在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大趋势下，宗教改革文化史理

路登上舞台。
在敬虔仪式与民众信仰方面的研究，斯克里布纳堪称代表。 实际上，普通人的宗教信仰让他发

现了斯时世界的一种心态或心理上的“范型”：多种权力与保护物（譬如护身符）搭建的网络，可以让

普通人应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借由研究天主教，他创设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考量新教创新的

一面与压迫的一面———“尘世的神圣观”与“形式化的重复的仪礼”。 在斯克里布纳看来，宗教实则

是文化核心、核心价值观与动机的承载物以及转向行动的情感刺激，所以要更新对宗教改革的理解，
就要对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进行“系统升级”。③ 但天不假年，斯克里布纳在学术研究的巅峰期罹患

癌症，于 １９９８ 年去世。 卡兰特 －纳恩则继承斯克里布纳在宗教改革仪式研究方面打造的文化史雏

形，并向纵深发展。 其实，卡兰特 －纳恩于 １９９７ 年推出的《仪式的宗教改革》，正是斯克里布纳生前

约请她撰写的。④

整体来看，此书借由对仪式及其符号意义的探讨，揭示和强调了时人在遭遇宗教改革、体验宗教

改革以及因应宗教改革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方法与手段。 换言之，卡兰特 － 纳恩一改往日学者的传统

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思想精英的拉丁文神学著述，而是像人类学家走入田野那般，以教会的各项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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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突破口，考察普通人在宗教变革时代的日常生存与人生过渡期的种种关口。 该书考察的范围也

不再局限于萨克森和图林根，而是涵盖了德国的更多地区。 此外，该书还汲纳了“教派化”命题与

“社会规训”范式，①不仅考察了新教对仪式的掌控，也避免了以往用新教标准评判天主教的做法，持
平地分析了天主教对仪式的操控，以此来分析双方如何利用仪式来规训信众和明确身份认同，从而

把“仪式学”放置在近代早期国家政权发展的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事实上，新教的出现导致近代早期欧洲不得不重新考量所有礼拜仪式。 教会仪式经改变以展现

基督教信仰的新视角，并将此视角传递给民众。 故而，卡兰特 － 纳恩着重探析宗教仪式在近代早期

德国社会中的功用，以及宗教改革在多大程度上修改了宗教仪式，并尝试揭示宗教仪式变化的意义。
她考察了主要的仪式：出生、洗礼、坚振礼、订婚、婚礼、妇女生育后去教堂领受的感恩仪式、忏悔礼、
圣餐礼和终傅礼等。 卡兰特 － 纳恩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百年过程中，宗教仪式的诸多变化

所反映出的内容，远不止神学变化那么简单。 实际上，宗教仪式是施加规训的手段，让神圣性不再那

么容易接近。 教会和国家联手，借仪式来控制民众。
卡兰特 －纳恩既考察了早期的路德宗，也考量了尔后兴起的加尔文宗，并探索了宗教信仰操作

中的地区差异。 而且，她把新教的宗教仪式与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仪式加以比较，尝试分析平信徒

在多大程度上采纳了官方的观点。 可以说，《仪式的宗教改革》与采取宗教改革社会史进路的作品差

异很大，既关注经历变革的宗教的政治作用，亦开掘信徒群体的日常宗教习俗与具体操作，而且最重

要的是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
２１ 世纪初，感觉史、②情感史③等新文化史课题蓬勃发展，同时推动了宗教改革研究的进一步“文

化转向”。 卡兰特 －纳恩对宗教改革文化史理路的进一步深入，就体现在她对宗教改革时期感觉与

情绪的书写中。 当时，感觉与情绪在传播、巩固信仰上有何作用？ 罗马天主教、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如

何把静态的教义与动态的情感加以接榫，以便说服信众，坚定他们的信念，塑造他们的行为，构建他

们的感觉？ 简言之，种种做法是如何全方位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加固信仰的？ 卡兰特 － 纳恩在

２０１０ 年推出的《感觉的宗教改革》即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可以说，她的文化史取径针对的是时人在

鲜活的信仰生活中如何面对与因应宗教改革的吸引力与冲击力的问题。
卡兰特 －纳恩所用的史料，以 １６ 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探讨死亡与耶稣受难的讲道辞为主。 借由

解读讲道辞，她试图“聆听”（ｌｉｓｔｅｎ）“标示不同类型情绪的词藻”，以呈现近代早期德国天主教和其他

新教教派的情绪策略，并分析不同教派在挑动听众情绪和心灵方面的差异。 譬如，各教派对于耶稣

受难———耶稣之血、在蒙难地的内心焦灼、玛利亚丧子的母性之苦等———的情景铺陈就是有区别的。
整体而言，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基督宗教各派与其说在讲道上追求创新，毋宁说寻求强化。 就罗马

天主教来说，卡兰特 －纳恩指出，其情绪核心中的信仰敬虔始终放在耶稣受难上。 就新教教派而言，
卡兰特 －纳恩认为，路德宗在对中世纪天主教的延续性上最为明显，该教派对传统的攻击远没有加

尔文宗极端。 譬如，关于童真玛利亚的讲道，路德宗仍然继续使用，加尔文宗则从讲道辞中将其删

除。 此外，路德本人更愿意让听众在被讲道刺激而悲伤哭泣的时候，感受基督在牺牲自身之时所展

现出的爱与怜悯，但绝大多数新教的布道人士更谨慎地对待唯爱的敬虔或可呈现的情绪。 至于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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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卡兰特 －纳恩通过研读史料，发现前人的认识有误，实则这位日内瓦的改革家意识到生动的意象

与其他内化教义的手段都至关重要。 但与路德希望调动听众情感而让他们更多关注基督的死亡与

复活所带来的救赎力量不同的是，加尔文希望感染听众，让他们对人类的罪感到羞耻，从而让他们发

自内心地意识到若没有天主的永恒拣选，所有人则无法得到救赎。①

纵观全书，卡兰特 －纳恩想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何不同的情绪文化是理解宗教改革运动的关键。
易言之，如何在当时做基督徒，是可以借由“深描”情绪文化来省视的。 当然，因为没有大规模量化的

数据来支撑，这种操作是揣摩的、推断的。 实际上，卡兰特 － 纳恩也无意于量化研究。 她真正在意的

是去感知讲道者与听众在互动中结出的意义之网。 故而，卡兰特 － 纳恩的书是实验性的，甚至是先锋

性的，或者说它为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一种初步的操作范本。 若循此深入开掘，研究者或许可

以在兼顾变化与连续性的基础上，考量宗教改革时期不同信仰之中的各类情绪与感觉。

结　 语

投身学术研究迄今，卡兰特 － 纳恩已在宗教改革史领域探研撷英近半个世纪。 她熟稔档案资

料，具备广博的背景知识与深厚的理论素养，经常提出富有洞见且颇有争议的看法。 而且，她关注史

学的新转向，进入新领域，提出新问题，逐渐将关注城市宗教改革的经典社会史理路转变为探究仪式

与情绪等内容的极具人类学色彩的文化史理路。 可以说，卡兰特 － 纳恩的研究生涯及其贡献，是宗

教改革史研究由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以及何以有此转向的绝佳范例，值得中国探研中世纪晚

期与近代早期欧洲史与宗教史的学者们关注。
几年前，德国历史学家马蒂亚斯·珀利格努力说服卡兰特 － 纳恩在德国出版她的论文自选集，

以展示这位美国学者的学术贡献。 卡兰特 －纳恩最后答应了这一邀请，并亲自挑选论文。 ２０２２ 年，
《仪式、性别与情绪：苏珊·卡兰特 － 纳恩的宗教改革社会史与文化史自选集》在德国出版。② 实际

上，德国较年轻的一代历史学家已经与师辈不同，愿意接受也懂得欣赏英语世界的学术成果。③ 这也

说明英语世界的学者不仅不让德国同仁专美于前，甚至在某些方面做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他们。 卡

兰特 － 纳恩这位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外国史的过程中，不仅做到兼收并蓄，而且能够别开新境，做
出让德国学者认可与欣赏的研究成果。 这同样可以给中国学界的外国史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与

借鉴。

（作者付亮，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邮编：５１０６３２）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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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ｐ. １１， １５９ － １８８， ６３ －
１３２.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Ｐｏｈｌｉｇ，ｅｄ.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Ｒｉｔｕ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ｔｍａｔｉｏｎ），
Ｍｏｈｒ 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２２.
譬如，卡兰特 － 纳恩这本学术论文自选集的邀约者和编者珀利格出生于 １９７３ 年，现任教于德国洪堡大学。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
Ｎｕｎｎ ／ ／ Ｆｕ Ｌｉａ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ｓａｎ Ｃ.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ｗｈｏ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ｒｎｄ Ｍｏｅｌｌ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Ｚｅｍｏｎ Ｄａｖｉｓ， ｅｍｂｒ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 ８０ｓ. Ｈｅｒ ｅａｒｌｙ ｗｏｒｋｓ ｄｅｌ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ｘ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ｒｉｎｇ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ｙ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ｆ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ａ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Ｙｅｔ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ｒｕ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ｔｏｏ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ｓ ｍ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ｏｆ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ｐａ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ａｓ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ａｔ ｆａ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ａｓ ｓｈａｐ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ｏｒ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ｓｈａｐ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ｏｋ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９０ｓ. Ｋａｒａｎｔ⁃Ｎｕｎｎ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 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 ／ Ｚｈｕａｎｇ Ｙａｑｉ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Ｂｏｏｋ ｏｆ Ｈａ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ｔ ｉｓ ａｎ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 ｃａ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ｏｍ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ｓｅｄ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ａｂｌｅｓ.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ｂｙ Ｅｕｓｅｂｉｕｓ ｏｆ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 ｔａｂｌ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ｖｉｎｅ 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ａｂｌ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ｉｔｓ ｇｅｎｒｅｓ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１９８０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 Ｗａｎｇ Ｙａ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ｖｉｔ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ｂａｄ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ｏｕｂ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１９７０ｓ，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ｇｒａｖ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ｊ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ｉｔｓ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ｏｓｔ⁃Ｐｏｓｔ⁃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 ／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ｈｏｎｇ， Ｈａｎ Ｂｏｙａ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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